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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活动及伴随的人流、车流逐渐成为野生动物的主要干扰源，威胁着濒危物种的繁殖和生存。

准确认识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是制定保护对策和提高保护成效的基础，但生态学领域有关旅游

对野生动物影响的量化研究还比较少，可借鉴的评估方法仍较为缺乏。本研究比较唐家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旅游开发前（2000 年）和开发后（2012 年）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痕迹点距离路线

的平均回避距离和最小回避距离，发现大熊猫对徒步路线表现出明显的回避效应，表明近年来的旅游

活动对大熊猫确实产生了影响。通过最小回避距离和距离递增法确定旅游活动对大熊猫的影响等级和

阈值距离。确定了距离徒步路线和自驾路线的第一等级距离阈值分别为 0 ~ 57 m和 0 ~ 460 m、第二等

级为 57 ~ 800 m和 460 ~ 1 000 m、第三等级为 800 ~ 1 400 m和大于 1 000 m。基于距离徒步路线和自

驾路线一定范围内的痕迹点分布数量，大熊猫对不同路线两侧每 100 m的栖息地平均利用频率分别为

1.9 ± 0.23 和 0.8 ± 0.15，通过 Mann-Whitney U 检验，发现二者间存在显著性差异（Z =﹣3.48，P = 0.000)。

通过对每 100 m海拔区间内大熊猫痕迹距离自驾路线和徒步路线的距离分析，发现二者差异显著（t = 

3.76，P = 0.003），对自驾路线，大熊猫在海拔 2 000 ~ 2 100 m时回避距离最小，而对徒步路线，最小

回避距离发生在 2 100 ~ 2 200 m。基于本研究，为自然保护区内最小接触区或禁止旅游区的划分提供

了依据，同时为其他保护区探索适合的生态旅游影响评价方法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关键词：大熊猫；旅游影响；徒步；自驾；回避距离 

中图分类号：Q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0-3263（2016）05-724-10 

A Framework to Evaluate Impacts of Tourism on Giant Pandas: A Case 

Study in Tangjia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LIU Gang
①

  GONG Ming-Hao
①*

  GUAN Tian-Pei
②

  CHEN Li-Min
③

  LI Hui-Xin
①

 

ZHANG Yi
④

  ZHOU Tian-Yuan
⑤

 

① Research Institute of Wetland,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②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基金项目  国家林业局行业标准项目“建设项目对大熊猫影响评价方法”； 

 通讯作者，E-mail: gongmh2005@hotmail.com； 

第一作者介绍  刘刚，男，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动物生态学；E-mail: liugang9988@126.com。 

收稿日期：2015-12-23，修回日期：2016-03-28    DOI: 10.13859/j.cjz.201605002 



5 期 刘  刚等：生态旅游对大熊猫影响评价方法研究 ·725· 

Sichuan Province,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0; ③ Sichuan Tangjia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Qingchuan  628109; ④ Ya'an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Ya'an  625000; ⑤ Academy of Forestry Inventory and 

Planning,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714,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e of tourism has taken an amount of people and vehicles in the recent decade to the 

Nature Reserves in which wildlife inhabit. The unreasonable behaviors of tourists and vehicle noise have 

produced an displeasure pressure on the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of some endangered species. 

Understanding the way of tourism impacts on wildlife is a basis for the nature reserve managers to make a 

reasonabl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wildlife species under the tourist pressure. Unfortunately, few field 

studies related to this problem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nature reserve. In this paper we evaluated the 

reaction of 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 to the tourists by comparing the mean and minimum 

distance from the signs of Giant Panda presence to hiking trails and vehicle roads located in the year 2000 

befor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 those found in the year 2012 when the tourists were crowd in the 

summer at the Tangjia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The Giant Panda showed significant avoidance from both 

trails and roads (P = 0.024, Table 1). The first least avoiding distance threshold was 0﹣57 m and 0﹣460 m 

for hiking trails and roads, the second threshold was 57﹣800 m and 460﹣1 000 m, and the third one was 

800﹣1 400 m and ＞1 000 m respectively. By the Mann-Whitney U test, we found that the mean signs of 

Giant Pandas in every 100 m across the distance to the haiking trails and driving roads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1.9 ± 0.23 vs. 0.8 ± 0.15, Z =﹣3.48, P = 0.000) between the year 2000 and 2012. Meanwhile, the 

distance from the location of Giant Panda presence to the hiking trails and roads in every 100 m altitude range 

varied significantly (t = 3.76, P = 0.003, Table 2). The minimum avoiding distance occurred at altitude 2 000

﹣2 100 m for the driving roads, while this distance for the hiking trails were at the altitude 2 100﹣2 200 m. 

Our data revealed the minimum safe distance which produce minimum influence on the Giant Panda by the  

tourists. Our approach that evaluated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for the Giant Panda can be used in the other 

nature reserves when they consider to accept the tourists.  

Key words: 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 Tourism impact; Hiking trail; Driving road; Avoiding 

distance 

 

野生动物既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也

是优质、高端的景观资源。开展野生动物及栖

息地观光、考察和体验的生态旅游已成为国内

外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日常工作与服务项

目（Agnes 2004，Krüger 2005，马建章等 2008，

O'Connor et al. 2009，Marchand et al. 2014）。

近年来，随着各地生态旅游的开展，旅游活动

及伴随的人流、物流逐渐成为野生动物的主要

干扰源。准确认识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是制定保护对策和实施保护工程的重要基础，

也是当前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关注的热点之

一，但之前有关旅游对野生动物影响的量化研

究还比较少，可借鉴的评估方法仍很缺乏，属

于动物生态学中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马建章

等 2008）。生态旅游影响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

的持续改造以及与野生动物的直接或间接接触

（Morris et al. 2002，Manor et al. 2003），旅游

活动中的游客数量、游客行为、旅游路线等不

仅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殖构成了严重威胁

（Knight et al. 1995，Mallord et al. 2007，

Christiansen et al. 2010，2013），而且不利于生

态旅游产业和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http://www.baidu.com/link?url=cdNrpo88b_3IKZinPXvChAl1KnFxnZomkbNvUrW0-sxuYAYSq2yQl2Hs3yDgznQPwey4Qn0FAHIc_w1OJpOwwS4jOGLjUz_yaU2OobQ9TAO
http://www.baidu.com/link?url=cdNrpo88b_3IKZinPXvChAl1KnFxnZomkbNvUrW0-sxuYAYSq2yQl2Hs3yDgznQPwey4Qn0FAHIc_w1OJpOwwS4jOGLjUz_yaU2OobQ9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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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lemain et al. 2007）。旅游以不同形式对野

生动物产生影响，包括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短期效应包含：行为异常、生理应激、适宜栖

息地丧失等（Griffiths et al. 1993，French et al. 

2010，Marchand et al. 2014）；长期效应是经过

旅游持续影响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才表现出

来，如繁殖受阻、生长率低、免疫力下降、遗

传交流中断等（Green et al. 2001，Lusseau et al. 

2007，Moss et al. 2014）。同时，面对旅游干

扰，动物也通过改变行为活动进行响应，改变

对被旅游影响的栖息地的利用强度，以应对干

扰压力对种群适合度的影响，如在白天旅游高

峰期逃逸、增加警戒行为、在夜晚旅游休止期

觅食等直接反应和间接反应（Roe et al. 1997，

Dyck et al. 2004，崔媛媛等 2009）。 

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国际

保护生物学的旗舰物种，同时也是生态旅游中

最吸引游客的目标观赏动物，具有巨大的国际

影响力和吸引力，也是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开

展生态旅游主要提供的旅游项目和营销策略

（Cong et al. 2014）。尽管生态旅游在普及环境

意识、增加保护资源、促进社区发展及社会和

谐等方面给自然保护区带来了多重效应，但旅

游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大熊猫活动造成了影

响和栖息地破碎化，影响其种群安全（杨旭煜

等 2006，李如嘉 2010）。旅游与大熊猫的相互

关系既是亟需研究的课题，也是提高保护成效

的需要。本研究以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

例，基于自然保护区内日常监测和调查中收集

的大熊猫野外痕迹数据，探索旅游活动对大熊

猫及其他野生动物影响的评价方法，以期为提

高大熊猫保护和管理成效提供科学依据，促进

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生态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 

1  研究地概况 

本研究区域为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32°30′~ 32°41′ N，104°36′ ~ 104°56′ E），

位于岷山山系龙门山地震断裂带的西北侧、摩

天岭南麓，其北麓毗连甘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

东西长约 24.5 km，南北宽约 16.3 km，总面积

40 000 hm
2。该自然保护区为四川盆地北部向

青藏高原过渡的亚热带交汇地带，是大熊猫、

扭角羚（ Budorcas taxicolor）、川金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e）等珍稀野生动物资

源较丰富的地区，被世界自然基金会评定为 A

级自然保护区，并正在创建 AAAAA 级旅游景

区和生态旅游示范区，具有重要的科研、保护

和生态旅游价值（杨旭煜等  2006，刘明等 

2011）。自然保护区旅游主要以自驾和徒步两种

形式开展，景点、景区以线型方式进行组合，

旅游活动沿路线开展。根据保护区生态旅游规

划，从唐家河保护站﹣水池坪保护站、唐家河

保护站﹣摩天岭保护站为自驾路线，该区域海

拔在 1 200 ~ 1 900 m之间，植被以针阔混交林

和落叶阔叶林为主，大多为次生林，对全部游

客开放，主要开展自然观光、亲近自然、科普

教育等项目；自驾线路路线总长 22.3 km，唐家

河保护站﹣水池坪保护站路线长度为 11.6 km，

唐家河保护站﹣摩天岭保护站路线长度为 

10.7 km。水池坪保护站﹣红石坝、摩天岭保护

站﹣摩天岭、摩天岭保护站﹣大草堂为徒步路

线。该区域海拔在 1 700 ~ 2 400 m之间，植被

以次生林为主，有部分原始林，徒步路线附近

大熊猫主食竹的分布较自驾路线更多，以缺苞

箭竹（Fargesia denudata）、青川箭竹（F. rufa）

和糙花箭竹（F. scabrida）为主，主要开展野生

动物观光、生态系统体验、参与式监测等项目，

对游客人数和旅游方式有明确规定（图 1）；徒

步路线总长 15.2 km，水池坪保护站﹣红石坝路

线长度为 8.5 km，摩天岭保护站﹣大草堂路线

长度为 3.9 km，摩天岭保护站﹣摩天岭路线长

度为 2.8 km。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

旅游自 2011年开始，且常年对外开放，旅游旺

季为每年的 7月至 9月。据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统计，生态旅游的年平均游客数量为 93 528人

次，日平均游客数量为 256 人次，单日高峰游

客数量达 2 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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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路线及大熊猫痕迹分布点 

Fig. 1  The location of tourist tracks and the signs of Giant Pandas in Tangjia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Sichuan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数据 

本研究中的大熊猫痕迹信息来自唐家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所收集

的实体、足迹、粪便、卧迹、洞穴等数据，每

个痕迹点数据包括经纬度、海拔、植被等信息

（国家林业局 2014）。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调查时间为2012年3月下旬，该阶段处于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旅游旺季的初期，游客数量

达到了一定规模，共收集到大熊猫痕迹点 112

个。为判定旅游开发是否对大熊猫造成影响，

本研究从时间尺度上比较了旅游开发前后大熊

猫回避距离的变化。通过调取 2000年全国第三

次大熊猫调查中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痕

迹点信息，以此作为旅游开发前的背景信息，

基于统计分析判定旅游开发是否对大熊猫造成

了影响。地形、河流、边界、保护站、主要旅

游路线及GIS图层数据由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提供。 

2.2  方法 

2.2.1  旅游活动对大熊猫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

比较大熊猫对旅游开发前（2000年）及开发后

（2012 年）路线附近栖息地的回避距离来判定

旅游是否对其造成影响。基于 Arcgis分别计算

2000年、2012年路线两侧每个痕迹点到自驾路

线和徒步路线的距离，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

比较 3 km 范围内（大熊猫家域直径，胡锦矗 

2001）痕迹点到自驾路线和徒步路线距离的变

化（平均距离和最小距离），以此从时间尺度上

确定旅游开发是否对大熊猫造成明显的回避效

应。 

2.2.2  旅游对大熊猫影响等级和阈值距离  本

研究通过最小回避距离和距离递增法确定旅游

活动对大熊猫的影响等级和阈值距离。 

首先，基于自然保护区内的大熊猫痕迹点

和旅游路线，通过Arcgis分别计算每个痕迹点

到自驾路线和徒步路线的距离，并按 100 m为

单位距离分别计算距离自驾路线和徒步路线每

100 m 范围内大熊猫痕迹点的数量，用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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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游路线不同距离内的大熊猫活动频率，反

映大熊猫对不同旅游方式影响下的栖息地利用

强度和偏好。 

其次，将与不同旅游路线最近痕迹点的距

离确定为大熊猫对两种旅游方式的最小回避距

离和影响的第一等级，回避距离越大表明影响

越大。 

在第一影响等级基础上，参考龚明昊等

（2012）的方法，通过距离递增法来寻找下一影

响等级及距离。根据所建立与旅游路线每 

100 m 范围内的大熊猫活动频率数组，从距离

第一影响等级或阈值距离处一定长度位置设置

统计检测点（可以考虑每 100 m设一个），比

较检验点前后等距离范围内（与第一影响等级

处）两组大熊猫活动频率的变化情况，若检验

点前、后活动频率分布出现显著变化（P < 

0.05），则该检验点即为旅游路线对动物影响

的突变点（break point），为干扰影响的第二个

等级变化点，该点到旅游路线的距离也为旅游

影响的第二个阈值距离；在第二个影响等级变

化点基础上，用相同方法以第二个变化点为起

点来寻找下一影响等级和阈值距离。考虑到活

动频率的分布格局，通过非参数检验

（nonparametric tests）里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来比较各检验点前

后频率的变化情况。根据栖息地评价和行为生

态学研究对干扰数据的要求，选定 3 km 范围

内的大熊猫痕迹数据用于分析（研究区域大熊

猫家域直径为 3 km，胡锦矗 2001），将评价

影响等级设定为 3 个等级即可满足保护和研究

的需要。 

2.2.3  旅游方式对大熊猫回避距离和分布的

影响  计算大熊猫痕迹点与徒步路线和自驾路

线的距离，若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大熊猫距离徒步路线和自驾路线的

平均回避距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计算徒步路

线和自驾路线范围内每隔 100 m距离单位内的

痕迹点数，采用非参数检验里的独立样本 t 检

验，分析大熊猫痕迹分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为进一步认识旅游干扰对不同环境内大熊猫的

影响，本研究还将研究区域内所有的大熊猫痕

迹点（包括家域直径以外的），根据其海拔，按

每 100 m划分海拔区间，分别计算每 100 m海

拔区间内大熊猫痕迹点与自驾路线和徒步路线

的平均距离，并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种

旅游方式对不同海拔内大熊猫的干扰。 

3  结果 

3.1  大熊猫对旅游干扰的回避效应 

2000年、2012年大熊猫痕迹点距离道路的

距离符合正态分布（3 km 范围内），通过参数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2012 年大熊猫

对距离徒步路线较近的栖息地产生了显著的回

避效应（P = 0.024），大熊猫痕迹点与徒步道路

路线的平均距离由 2000年的（1 549 ± 128）m

增加到 2012年的（1 679 ± 119）m；2000年大

熊猫痕迹点与徒步路线的最小距离（前 3 个，

下同）分别为 15.4 m、109.7 m、186.6 m，而 2012

年的最近距离分别为 57.6 m、90.0 m、215.0 m，

表明大熊猫痕迹点距离徒步路线的最小距离呈

现增大的趋势。尽管 2012年大熊猫痕迹点与自

驾路线的平均距离较 2000 年有所增加，由 

（1 887 ± 239）m增加到（1 952 ± 119）m，但

大熊猫对自驾路线没有产生明显的回避效应

（P = 0.896）；2000年大熊猫痕迹点距离自驾路

线的最小距离分别为 769.5 m、1 260.8 m、 

1 530.4 m，而 2012 年的最近小距离分别为 

460 m、1 145.5 m、1 325.5 m。 

3.2  大熊猫受旅游路线干扰的等级和阈值  

通过分析与徒步路线一定距离内的大熊猫

痕迹点分布（表 1），在距离徒步路线 57 m范

围内没有任何大熊猫的痕迹；与徒步路线距离

57 ~ 800 m之间的区域，该区域的大熊猫活动

频率与距离道路 800 m以外的大熊猫活动频率

有显著性差异（P = 0.036）；与徒步路线距离

800 ~ 1 400 m之间的区域，该区域的大熊猫活

动频率与距离道路 1 400 m以外的大熊猫活动

频率有显著性差异（P = 0.036）。因此，将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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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距离徒步路线和距离自驾路线每 100 m距离区间内大熊猫痕迹点数 

Table 1  The signs of Giant Pandas in every 100 m distance to the hiking trail and driving road 

距离区间（m） 

Distance range 

大熊猫痕迹数 

The signs of Giant Panda 距离区间（m） 

Distance range 

大熊猫痕迹数 

The signs of Giant Panda 

徒步路线 

Hiking trail 

自驾路线 

Driving road 

徒步路线 

Hiking trail 

自驾路线 

Driving road 

100 2 0 1500 ~ 1600 2 1 

100 ~ 200 0 0 1 600 ~ 1 700 0 2 

200 ~ 300 2 0 1 700 ~ 1 800 1 3 

300 ~ 400 1 0 1 800 ~ 1 900 0 0 

400 ~ 500 2 1 1 900 ~ 2 000 0 1 

500 ~ 600 1 0 2 000 ~ 2 100 1 1 

600 ~ 700 2 0 2 100 ~ 2 200 3 1 

700 ~ 800 1 0 2 200 ~ 2 300 1 0 

800 ~ 900 1 0 2 300 ~ 2 400 2 1 

 900 ~ 1 000 2 0 2 400 ~ 2 500 4 2 

1 000 ~ 1 100 4 0 2 500 ~ 2 600 4 0 

1 100 ~ 1 200 2 2 2 600 ~ 2 700 2 2 

1 200 ~ 1 300 2 1 2 700 ~ 2 800 1 1 

1 300 ~ 1 400 3 1 2 800 ~ 2 900 5 1 

1 400 ~ 1 500 3 1 2 900 ~ 3 000 3 2 

 

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徒步旅游路线及旅游活动

对大熊猫影响按距离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

为距离徒步路线 0 ~ 57 m、第二等级距离徒步

路线 57 ~ 800 m、第三等级距离徒步路线 800 ~ 

1 400 m。 

通过分析与自驾路线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大

熊猫痕迹点分布（表 1），在距离自驾路线 460 m

范围内没有任何大熊猫的痕迹；与自驾路线距

离 460 ~ 1 000 m之间的区域，该区域的大熊猫

活动频率与距离自驾路线 1 000 m以外的大熊

猫活动频率有显著性差异（P = 0.017）；经检验

与自驾路线距离 1 000 m以外的所有区域大熊

猫活动频率均无显著性差异。因此，将唐家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驾旅游路线及旅游活动对

大熊猫影响按距离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距

离自驾路线 0 ~ 460 m、第二等级距离自驾路线

460 ~ 1 000 m、第三等级距离自驾路线 1 000 m

以外的所有区域。 

3.3  旅游方式对大熊猫回避距离和痕迹点分

布的影响   

大熊猫痕迹点与徒步路线和自驾路线的

平均回避距离分别为（1 679.26 ± 136.57）m和

（1 952.37 ± 136.57）m，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

（t = 1.34，P = 0.186）。徒步路线和自驾路线周

边范围内的痕迹点分布存在显著差异（Z = 

﹣3.48，P = 0.000），每隔 100 m单位内的平均

痕迹点数分别为 1.9 ± 0.23和 0.8 ± 0.15。按每

100 m划分海拔区间，每 100 m海拔区间内大

熊猫痕迹与自驾路线和徒步路线的平均距离为

（6 658.83 ± 682.82）m和（3 822.26 ± 319.48）m，

二者存在极显著性差异（t = 3.76，P = 0.003）；

对自驾路线，大熊猫在海拔 2 000 ~ 2 100 m时

回避距离最小，而对徒步路线，最小回避距离

发生在 2 100 ~ 2 200 m（表 2）。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比较旅游开发前后（2000年和

2012年）大熊猫对旅游路线的平均回避距离和

最小回避距离，发现大熊猫对徒步路线表现出

明显的回避效应，而对自驾路线产生的干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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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每 100 m海拔区间内大熊猫痕迹点距离自驾路线和徒步路线的平均距离 

Table 2  Distance from the location of Giant Panda presence to the hiking trail and 

driving road in each 100 m altitude range 

海拔区间（m） 

Elevation range 

距离自驾路线平均距离（m） 

Average distance to the driving road 

距离徒步路线平均距离（m） 

Average distance to the hiking road 

1 600 ~ 1 700  5 961.97 6 956.01 

1 700 ~ 1 800  6 006.68 5 180.95 

1 800 ~ 1 900  4 174.69 3 971.68 

1 900 ~ 2 000  4 973.71 2 577.71 

2 000 ~ 2 100  3 935.44 3 484.93 

2 100 ~ 2 200  4 939.97 2 806.91 

2 200 ~ 2 300  6 030.85 3 714.98 

2 300 ~ 2 400  5 951.13 2 960.50 

2 400 ~ 2 500  7 238.90 3 789.67 

2 500 ~ 2 600  5 273.29 3 490.58 

2 600 ~ 2 700 10 299.61 3 397.26 

2 700 ~ 2 800 10 542.35 3 202.96 

2 800 ~ 2 900 11 236.25 4 155.23 

 

在一定耐受性。游客沿旅游路线观光风景时，

尤其以观赏野生动物为目的时，总期望与野生

动物保持最近距离，但野生动物却选择与游客

干扰源保持一定距离（Wolf et al. 2010）。因此，

回避距离是衡量野生动物对人为干扰耐受性的

主要指标。回避距离越小，表明对旅游干扰的

耐受性越强；反之，耐受性越差。野生动物对

旅游干扰的耐受性受众多因素影响，包括物种

种类、旅游方式、旅游强度、栖息地质量、与

旅游道路的距离等（Wolf et al. 2010，

Christiansen et al. 2013）。通过分析沿林中旅游

路线旁松鸡（Tetrao urogallus）的粪便痕迹分

布情况，发现在距景点入口 300 ~ 800 m和距

旅游路线 70 ~ 235 m 范围的粪便痕迹点较稀

少，表现出明显的景点入口效应和旅游路线效

应（Moss et al. 2014）。根据痕迹点分布特征，

本研究期间在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区入

口附近，其游客密度较景区远端的大，导致入

口附近几乎没有发现大熊猫痕迹点，这也间接

表明，影响动物做出回避行为的不仅是道路本

身，而是道路上频繁活动的游客（Theuerkauf et 

al. 2003）。 

野生动物受旅游干扰影响做出回避反应

时，其回避的时间、距离和方向还与人类旅游

时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关（Belotti et al. 2012）。

在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游客主要采用徒

步和自驾方式，这也是世界上生态旅游普遍采

用的两种方式。本研究表明，大熊猫对自驾路

线和徒步路线的回避距离不存在显著差异，这

与对鸟类的相关研究结果（Lindsay et al. 2008，

Moss et al. 2014）并不相符。原因可能为自驾

路线及沿线区域针对大众开放，是自然保护区

开展旅游活动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自然保护

区提供休憩、食物、饮料等服务的区域，人流、

车流都较大，干扰程度也较大，导致大熊猫对

自驾路线附近的栖息地回避程度较大（460 m，

表示在距离自驾路线 460 m范围内没有任何大

熊猫的痕迹）；根据生态旅游的要求，自然保护

区对进入徒步路线的游客数量、区域和行为活

动设定了准入条件，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监测，

使旅游活动对大熊猫的影响始终处于可控的范

围内，没有对大熊猫产生较大影响，大熊猫对

徒步路线的回避距离较小（57 m，表示在距离

徒步路线 57 m 范围内没有任何大熊猫的痕

迹）。但是通过分析自驾路线和徒步路线路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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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粪便痕迹点分布情况，发现痕迹点分布存

在显著差异，大熊猫对徒步路线的反应表现为

聚集效应，充分说明了不同旅游方式产生干扰

强度的巨大差异，尤以入口区域、保护站附近

等游客集散地最为显著。 

除了本研究引入的最小回避距离外，警戒

距离（alert distance）也可反映动物对人为干扰

的回避（Bennett et al. 2009）。但警戒距离相对

于回避距离是衡量人为干扰更为保守的指标，

可用作自然保护区内最小接触区或禁止旅游区

的划分，既满足了游客对生态旅游的体验，也

保证了野生动物的觅食和繁殖不受干扰

（Summers et al. 2007）。对旅游活动的回避还存

在物种差异，研究发现，在旅游路线附近营巢

与 远 离 旅 游 路 线 营 巢 的 缝 叶 吸 蜜 鸟

（Notiomystis cincta），其繁殖成功率不存在显著

差异（Lindsay et al. 2008），但对海狮（Zalophus 

californianus）而言，其繁殖成功率却受显著影

响（French et al. 2011）。本研究收集大熊猫痕

迹点数据的时期正值大熊猫繁殖初期，繁殖期

的大熊猫对人类活动干扰可能更为敏感，其回

避距离和阈值可能发生显著变化，应在繁殖期

通过加强监测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旅游路线

的环境异质性也可能造成大熊猫表现出不同的

回避效应，如本研究发现不同海拔区间大熊猫

对徒步路线和自驾路线的回避距离存在显著差

异，这提示在生态旅游规划时，应该考虑旅游

路线的地形地貌特征。另外，为提高评价结果

的准确性，还应在微时间尺度上研究生态旅游

的影响。研究发现努比亚羱羊（Capra nubiana）

在旅游高峰期的周末对觅食生境的回避程度显

著高于旅游低谷期的周中（Tadesse et al. 

2012），山瞪羚（Gazella gazella）对水源地的

利用随着日旅游高峰的增加而减少（Wakefield 

et al. 2006）。微时间尺度上的研究将进一步丰

富对旅游干扰的认识和评价，有利于保护区对

旅游活动进行更精细化的管理。因此，旅游影

响评价的指标、方法也应多样化，本研究也只

对线状的旅游区和方式的影响评价提供了示

范，各自然保护区还应根据不同的景区地貌特

征、旅游方式、旅游时间以及保护动物的生物

学特征探索适宜的影响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本研究通过对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

种不同旅游方式影响的比较，表明在科学规划

和管理下的旅游活动能将人为干扰对野生动物

的影响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的多重效

益。近 5 年来，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游客

数量由 2011年的 74 334人次增加到了 2015年

的 110 730 人次、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表明近

年来公众对生态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以大

熊猫为旗舰物种的野生动物造成的干扰也可能

增强。根据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的

分布格局、栖息地现状和生活史特征，建议在

大熊猫的繁殖期进一步控制徒步区域的游客数

量，并加大旅游观光车的供给、减少自驾数量

规模、适度缩减开放时间，尽可能减少该时段

旅游活动对大熊猫的影响。随着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和保护事业发展，开展生态旅游将逐渐成

为自然保护区响应社会公众亲近自然、认识自

然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自然保护区应尽的社

会责任，自然保护区更应积极作为，努力提高

保护与管理能力规划和管理好生态旅游，探索

适合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影响评价和监测指

标体系与方法，确保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生

态旅游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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